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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当无奈何将隐　事在莫须有更悲 
	

——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

姜维枫

摘要　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可归结为圣裔与圣君价值取向的悖离：孔尚任一生仕宦与

才人形象的悖离、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期待与失意的交织等形成其人生的主调——抱怨闲官冷署

官微俸薄而牢骚太盛、耽于诗文而荒废政务、真才人而非醇儒；康熙皇帝则欲以任用汉臣、推重汉文化

来消解与缓和民族矛盾，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

“道统”与“治统”。两相比较，显然圣裔有负圣君特例拔擢之初衷。《桃花扇》的轰动又让康熙皇帝对孔

尚任更加失望，因此，圣君只能含糊其辞地示意户部罢其官。康熙皇帝有意识地不加罪于孔尚任，正是

圣君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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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之罢官，在当时便成为“疑案”。近世研究者屡有考测，有“作《桃花

扇》”说、“耽于诗酒”说、“宝泉局贪污”说、“应天乡试案与《通天榜》传奇”说等，都只是推测，

各有一定的理由，又都不够圆通。对罢官，孔尚任自己都不知其所以。因此，若一定要考出其罢

官的某种因由，便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去强行稽考。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综合孔尚任罢官

前后的有关史实和文献，对孔尚任罢官疑案做出不拘于一种缘故的理证。其实，这件“事在莫

须有更悲”的疑案，还隐含着更深层的历史底蕴。

一

孔尚任（1648—1718），孔子六十四代孙。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南巡时，孔尚任

以曲阜御前讲经被康熙特例授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三十九年（1700）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

郎，旋即以疑案罢官，这是孔尚任为官的起点与终点。自异数出山至疑案罢官，孔尚任的一生

可谓“异数”与“变数”并存。

（一）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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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于康熙六年（1667）应童子试为诸生，康熙十七年（1678）应乡试未中，康熙二十年

（1681）捐纳国子监生，这是孔尚任异数出山前以仕途立命的自主选择。有学者认为孔尚任早

年曾归隐，理由有二：其一，孔尚任曾于康熙十八年（1679）入石门山读书；其二，孔尚任曾于

书颜修来的信中云“弟一室深山，虽不及扁舟渔父，棋傍烂柯人，庶几似之”（《与颜修来》）a。笔

者则不以为然，原因如下：其一，孔尚任为诸生约14年，以31岁大龄乡试未中，情志有些消沉，

因之聊发隐逸之情是很可理解的；其二，自古文人言“穷则独善”者，多为抒发归隐情结，真正

归隐者寥寥。其三，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年（1681）捐纳国子监生，第二年起即应衍圣公之请出山

襄助家族及盛典事务，并于期间多次不无炫耀地称颂皇恩圣眷等，据此可推知其归隐之事虚

言不实。其四，孔尚任在写给颜修来的另一封书信中流露其初心：“区区假道学语，何与今事？

即文坛骚、雅之言，亦属闲情。独是邹、鲁圣贤之乡，孔、颜诗书之主，必于此处大有斡旋，大有

整顿，方不负今日苍生之望！”（《与颜修来》）在这封信中，孔尚任不仅否定了“假道学语”，而且

认为“文坛骚、雅之言，亦属闲情”，惟将传习圣学道统视作“不负苍生”之举。可以说“行科举为

仕宦传圣学”是孔尚任早期为自己设定的人生走向。

坚定孔尚任“仕宦”取向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对孔尚任的特例拔擢。据孔尚

任《出山异数记》载，康熙对孔尚任等“不拘定例，额外议用”，是鉴于“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

副朕衷”“经筵讲官不及也”。如果说康熙二十三年是孔尚任“仕宦”之途的正向转折点，淮扬

三年则是其形塑“才人”“书生”形象的关键点。历史上，康熙极其重视河工，将其视为自己听

政之后三大事之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孔尚任奉命入淮扬，显然是康熙皇帝培养历练孔尚

任仕途阅历的有意举措。然而孔尚任却辜负了康熙的美意，淮扬三年半的生活，他以亲近文人

骚客、接近故老遗民、诗酒唱和、联吟达旦为主务，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记录甚详，此不赘

述。纵观淮扬时期，孔尚任偏离仕途改弦更张固然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处在孙在丰与河道

总督靳辅的夹缝中，河务屡兴廷议，政务受阻——但从孔尚任诗文创作及《孔尚任年谱》的记

录观照，在“仕宦”与“才人”两种形象之间，孔尚任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近“才人”远“仕宦”。

此间诸如“药裹经冬同客住，茶烟到晚为诗忙”（《江都董子祠访邓孝威，时选诗观三集》）的情感价

值取向，在其诗文中表达得非常明显。再看此间孔尚任朋友诗文中呈现的孔尚任形象，随意拈

取两例。宗元鼎诗序云：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仲冬某日，国子博士曲阜东塘孔先生邀四方宾客于扬州之琼

花观，宴集赋诗，盛事也。……孔先生奉天子命，治扬州下河政，暇则与诸贤士赋诗雅

集，留心于贤士。……b

王逊雪诗云：

使君真好客，花外敞琼筵。何处蕃釐观，中宵醉管弦。春风生座上，明月到樽前。

回首吴陵道，踌躇亦怆然。c

“风雅才子”“好客使君”，这是宗、王二人诗文中的孔尚任形象。康熙二十九年（1690）初，

a  本文所引孔尚任诗文，如无说明，均据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b   宗元鼎：《国博孔先生举诗会于扬州琼花观跋》，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版，第67页。

c  王逊雪：《冬月望日孔东塘使君琼花观大会同人看月》，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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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京之后的孔尚任继续官国子监博士，忙于结交故旧新朋、诗文唱和，一如淮扬。康熙三十一

年（1692）其应王士禛招饮作《王阮亭先生招饮，同曹实庵、谢方山、冯大木、袁士旦、蒋京少诸

公，分韵得夜阑更秉烛五字》（其五）抒发了此期心曲：

久客惊岁华，怀抱长拘束。既醉重举杯，诗兴纷来触。出山忽八年，松桂不我属。

若无良宴招，何处写心曲？白日多尘埃，联吟须刻烛。

可以说，回京后的孔尚任沿着“才人”的自我形塑之路愈走愈远。康熙三十三年（1694），

孔尚任与顾彩合著之《小忽雷》云：

（梧叶儿）喜的是残书卷，爱的是古鼎彝，月俸钱支来不够一朝挥。大海潮，南宋

器；甘黄玉，汉羌笛；唐羯鼓，断漆皮，又收得小忽雷，焦桐旧尾。a

正如文中所言，此期孔尚任虽官国子监博士，却“喜残卷”“爱古鼎”，忙于收购乐器，与流

寓京师的失意文人诗酒唱和，“月俸钱支来不够一朝挥”，一副落拓失意“文人”的形象。

康熙四十一年（1702）孔尚任罢官归里，孔传铎作《喜家东塘户部归》诗，颇有意味：

（其一）忆从奉使到淮扬，天下才人识岸堂。两转户曹仍隐吏，十年京邸一琴囊。

蒲轮异日知重召，松径深山幸未荒。且得共君频酌酒，破除诗债论耕桑。

（其二）词坛声价与云齐，名满京华被谪宜。歌就自成红豆谱，客来频醉绿藤蹊。

归遗老母余清俸，乞得闲身灌小畦。不俟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又鹃啼。b

孔传铎此诗本为宽慰东塘罢官而作，然其诗题用“东塘户部”之官名，诗歌正文描述的孔

尚任却是以“才人”形象在“词坛”立身。非“仕宦”而真“才人”，孔传铎诗无意间完成了对孔尚

任立身安命之错位形象的真实记录，这一形象恐怕也代表了时人对孔尚任的形象评价。笔者

尝试推论，“为官”却以“文名”，形象错位，是否也是康熙皇帝对孔尚任的认知呢？柳屯田以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了仁宗皇帝，那么，康熙皇帝罢免这位“以使槎滞淮扬，与布衣

耆旧结鸥鹭之盟”（《盟欧草序》）c的孔尚任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

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至淮扬，其身份是官，然其在淮扬却广交遗民文人，宴

饮酬唱，情如胶漆。据粗略统计，与其酬唱宴饮者前后当不下百人。处于这样的生活场景之中，

恐怕孔尚任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官耶”“民耶”的身份了。康熙二十五年八月，甫至淮扬，孔尚

任便在《维扬舟中即事》中流露出“为官现实”与“自我追求”的价值悖离：

九重封事信如何，日日江干见雁过。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摩挲倦

眼亲书少，料理新须览镜多。酬报久思无计是，吴天冷雨意消磨。

“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对“开衙随水部”报以“自笑”，对“鼓棹答渔歌”

直言“偏宜”；诗歌流露出自己不宜“为官”、宜为“诗人”的情感取向与尴尬，以及“久思无计

是”“冷雨意消磨”的失意现实。随着孙在丰与河道总督靳辅龃龉日起、廷议屡兴，本就对政务

不甚了了的孔尚任开始思考“用世”与“避世”“乐”与“弗乐”的关系：

余馆此三阅月，亦未尝不知其境之可乐也。反求吾志，若未甚得者何故？盖境与

志合，虽不乐犹乐；境与志违，虽乐犹弗乐也。昔巢许隐箕颍之间，地最枯寂，而志在

避世者，处一避世之境，则乐矣。禹、稷胼胝跋涉，非不甚劳，而志在用世者，处一用世

a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14,171-172,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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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境，则乐矣。余今者来昭阳，避世乎？用世乎？而事势纷更，去留靡定，闲居楼上，

朝凭夕眺，城内外百里间，人烟帆樯，鱼鸟芰荷，虽皆足以供觞咏，以余当之，只为增

忧益病之具，乃知乐固在志，不在境也。

这是孔尚任至淮扬第二年创作的《海光楼记》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颇有思辨意味，文

中作者思考“境”“志”与“乐”的逻辑关系、“用世”与“避世”的选择取向，表达了自己本为“用

世”而来，却无所“用世”的尴尬与非“避世”而来却又“去留靡定”的两难处境。

上文曾言，淮扬三年是孔尚任自觉不自觉形塑其“才人”形象的关键期。关于孔尚任形塑

自己“才人”形象的原因，是其本就“偏宜鼓棹答渔歌”的先天特质、自愿亲近骚人遗民呢？还

是因河署两派不合、屡兴廷议，从而导致其被动地走近淮扬文人，并最终成就了自身的“才人”

形象呢？恐怕两者都有。无论是哪一种逻辑，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源头的汇流，孔尚任最终陷于

“非官”“非民”的尴尬处境。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革职，孙在丰降调，两位主要官员去向

已定，孔尚任却被康熙与朝廷晾在河岸之上去留莫测：“孰知两番同事计二十一人，皆得先归，

而我之不得归仍然耳”（《与宋既庭广文》）。孔尚任是康熙亲自拔擢并委任至淮扬的官员，此时康

熙皇帝沉默则户部自然不宜直接发落。康熙皇帝此时的沉默，当在表达对孔的不满了。孔尚任

在《待漏馆晓莺堂记》中写出了这种被圣君“遗忘”的难堪和自己“非官”“非民”的尴尬：

昔贤云：“在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今予且不知其在庙

堂也，其在江湖也。

“庙堂”与“江湖”、“非官”与“非民”的身份尴尬，是孔尚任诗文中悲苦的源头之一。创作

于淮扬第二年的《除夕同蒋玉渊、陈鹤山、颜遇五、侄衍栻围炉分韵》云：

思亲望国鬓全皤，佳节谁怜野寺过。两度莺花违玉漏，一冬书信阻黄河。筵前真

笑平时少，客里贫交到处多。同坐除年心事异，都将眼泪滴笙歌。

康熙二十八年（1689）暮冬，孔尚任离扬州北返时作《与王安节》云：

下河斥卤波涛，为生平第一恶梦；金陵山水文章，为生平第一好梦。……今买棹

北上，又作长安痴人，好梦恶梦，皆归无梦矣。别来忽忽如失，总以怀君亲、恋友朋，三

心二意，交战于中，所谓神魂颠倒，虽醒犹梦，何时得一把臂以开我倦眼耶？

淮扬三年，康熙本为历练孔尚任之“官性”，孔尚任则将其看作一场为官之“恶梦”。淮扬

为官“恶梦”的阴影一直笼罩于孔尚任返京期间。其创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燕台杂兴

三十首》（其十）自注，道出了当时的真实心态；“予出使海口，著《湖海集》，每飘泊之感。还京

后，又寓海波巷，心窃厌之。阮亭先生为题岸堂。”

黑格尔说：“抒情诗……就是要表现自己，要倾听自己的‘心声’，……在这种内容里心灵

感知心灵自己，把所感知的形成观念。”a我们以此观照孔尚任的诗文，并比较其初入淮扬时

“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的心声，可知不宜“开衙”为官，“偏宜鼓棹答渔歌”才是

孔尚任最真实快乐的自我。再读孔尚任罢官之后（康熙四十三年）创作的《自寿诗》云：“不晴不

雨误秋耕”。诗句是否是对自己“非官非民误终生”的自注呢？只是，孔尚任最终未能自开“倦

眼”（孔尚任曾于罢官后第五年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写下“还家徒壁依然冷，谁信相如遇

汉皇？”（《投宿子小墅亲家宋处士》）“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归家夜坐》）的诗句），

a  黑格尔：《美学》（卷三，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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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能从圣裔与圣君各自的期待与发展取向的悖离中了悟罢官的内涵。

（三）期待与失意的交织

孔尚任的人生有无期待？孔尚任的人生期待是什么？孔尚任为孔子六十四代孙，是为“圣

裔”，亦为读书人。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问途是孔尚任最佳的人生走向。

这从孔尚任坚持长达14年的诸生身份、31岁仍汲汲于乡试可见一斑。乡试未中的孔尚任虽仕

进之情寡淡，但从其于34岁时又“典负郭田纳国子监生”的举措，说明其在短暂的犹豫之后，

又重燃仕进的渴望。另外，“礼乐酬宗祖，饥寒恋友朋。故巢无可托，流泪选孤藤”a的家境，亦

决定了仕进只能是孔尚任唯一的人生进径。这一时期，孔尚任在与顔修来的信札中，一方面表

达了对仕途的歆羡，一方面表达了对自己境况的自嘲与否定：“前闻买花扬州，今知结夏西湖，

到处有逢迎，省却腰缠之累，令人望跨下鹤，亦生健羡矣。”“弟近况支离可矣，尽典负郭田，纳

一国子生，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然亦无可告语者。”（《与顔修来》）孔尚任捐纳监生的时间

为康熙二十年（1681），从时代大背景的角度推测，孔尚任重拾仕途期待或许是受到康熙十七

年（1678）诏开博学鸿词科的激励。康熙言：“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

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

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

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

意。”b自康熙二十年（1681）之后，连续三年，孔尚任的人生走向不断与圣裔的家族事务联系

在一起，并最终以襄助盛典搭上了康熙皇帝的圣驾马车，以“异数”之资得到圣君的眷顾。从后

来圣君与圣裔的相遇与彼此的期待看，康熙皇帝对孔尚任的眷顾，让孔尚任对重燃的仕途经

济热情持续升温，这从其自撰的《出山异数记》c中可见一斑：

尚任先至讲案前，北面对立，陈书开卷，用二银尺镇定；御案前，书亦展开，用金

尺镇定。两案相距咫尺，上肃容端坐，……讲毕，退。天颜悦霁，顾侍臣曰：“经筵讲官

不及也。”

……上面谕大学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着不拘定

例，额外议用。”

（十九日）任抵暮返舍，薰沭焚香，拜告先祠，跪述老母膝前，老母感激皇恩，不

觉泣下。甫设晚餐，忽有二使自郡城来，传衍圣公语云：“皇上已驻跸兖州西郭，问及

尚任，可速前来！”任即策骑奔赴。夜二更，至行在。……天明，十九日，送驾北上。一

路随驾诸臣，莫不指任曰：“此讲书秀才也。”每晚随衍圣公赴行在候安，即蒙赐茶。

……二十一日早行，憩傍路古庙，上遥望见，遣飞骑来，问：“此队何人？”答云：

“衍圣公孔毓圻等，送驾过此。”又问：“有讲书秀才孔尚任否？”答云：“尚任亦在此。”

飞骑复命。少顷，遣侍卫来，赐茶各一椀。

……十二月初一日，授官报至：“……孔尚任、孔尚鉝陈书讲说，克副圣衷，应将

a   孔尚任：《癸亥闰六月十日，大水敝宅，漂没一空，移住祖庙，凡五日始归，赋此志感二首》其二，见袁

世硕：《孔尚任年谱》，第34页。

b  《清实录》第四册，《圣祖实录》（一），卷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0页。

c  本文所引孔尚任《出山异数记》文字，均见汪蔚林主编：《孔尚任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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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等不拘定例，俱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可也。奉旨俞允。”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孔尚任初沐“圣眷”之时。对此张潮曾于《出山异数记·题辞》中

有所记述：“……先生以所记《出山异数》相邮示，因备知圣朝尊师重道之隆与君臣遇合之雅。”

又《跋》云：“驾幸阙里，史馆中既有《幸鲁盛典》以恭纪之矣，然吾辈伏处菰芦，亦何从得见之

乎？今东塘先生自以其所躬被之恩，特详记其始末，俾读书衡泌者，咸不啻躬逢其盛。”a张潮

的辞跋为我们认知这一事件提供了他者视角。我们还可从张潮与孔尚任关于“出山异数记”命

名的商讨书札中管窥孔尚任的“异数”心态：

（张潮：）惟“出山异数”四字，其命名似尚未能统括无遗。盖驾幸阙里，自是朝廷

尊师重道，超越古今盛举，初非一人一家之事，而史馆所纂修《盛典》（《幸鲁盛典》）

一书，又非朝野儒生所能窥见，正赖先生此篇有以知其详悉。而先生之独蒙异数，则

又出于寻常一切之上，读之令人感发而兴起。窃欲僭拟易其名曰“幸鲁承恩私记”，庶

于篇中所载无复遗义。然仆不敢自专……

……（孔尚任：）《幸鲁盛典》久付史馆；“出山私记”乃一家言也，仍旧名为是。b

显然，关于如何命名，孔、张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张潮之“幸鲁承恩私记”主要从刻书家的

角度，考虑普通读者对出版物的接受，并着眼于圣朝尊师重道、君臣遇合之雅，躬逢之盛，以

“私记”补“公记”之不能烛照处。孔尚任否定了张潮“私记”乃一家之言的命名方式，坚持采用

“异数”命名，是将表述的重点放在自己被拔擢的“特例”和得到帝王青睐眷顾之“异数”。由

此可见，孔尚任内心是非常看重这种“异数”之恩的，否则也不会发出对康熙感恩戴德之心：

“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出山异数记》）。而此后对这一来自帝王的具有

“异数”眷顾特征的期待，也便在孔尚任内心渐渐生长，甚至到罢官之后仍未熄灭，我们可从

其后两次迎驾的诗文中得以佐证。其一是孔尚任于淮扬治河去留莫测之际，即康熙二十八年

（1689）玄烨二次南巡，孔尚任江口迎驾，奉召登舟。孔尚任在诗文中表达了对再沐“圣眷”的

喜不自禁：“蒲伏迎銮江水头，侍臣招手上龙舟”（《三月三日迎驾至江口，蒙召登舟，赐御宴一盒，恭

谢用前韵》），“最是光辉人队里，龙颜喜顾唤臣名”（《送驾至淮上恭赋》）。其二是罢官之后，康熙

四十四年（1705）玄烨第五次南巡，孔尚任随衍圣公迎驾，仍冀有赐环重召之遇。但随之期待落

空，遂发出失意的浩叹：“还家徒壁依然冷，谁信相如遇汉皇？”（《投宿孙墅亲家宋处士》）“耕耘

未足供亲膳，姓字偏劳记御舟。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归家夜坐》）可见，至此孔

尚任内心仍对康熙心存期待，只可惜“圣眷”不再，“异数”难续，“期待”终成“失意”。

从异数出山至疑案罢官再至还归阙里，在孔尚任持续数十年的对圣眷和仕途的期待中，

始终贯通交织着的是他的窘况与失意，可以说，孔尚任的为官期待与为宦失意是并存的。在孔

尚任初沐圣恩的前一年，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孔尚任应衍圣公之请出山襄理族事，曾以

《癸亥闰六月十日，大水敝宅，漂没一空，移住祖庙，凡五日始归，赋此志感二首》诗记录其现实

生活：

（其一）敝宅全为沼，隄防夜雨时。飘摇存故垒，梦寐怯危枝。稚子贪梨栗，山妻

索布丝。西畴无一粒，又复失耕期。

a  两段引文皆引自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7页。

b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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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濒死风波后，馀生毁誉增。名山家未就，积雨病相仍。礼乐酬宗祖，饥寒

恋友朋。故巢无可托，流泪选孤籘。

在“礼乐酬宗祖”盛典筹备背后，是孔尚任“故巢无可托，流泪选孤籘”的含泪记录。再如

记录淮扬再沐圣眷诗《送驾至淮上恭赋》后自注：“昨迎驾江头，蒙撤宴赐食，慰劳再四，万姓观

瞻，惊喜传播，淮扬人士，方知孔公为眷顾贤臣，荣宠可谓至矣。”然而，在此荣光一刻的背后，

孔尚任却数度因俸不敷用而箪瓢屡空。《得金歌》记录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窘况：

空衙曝背日移午，五冬羊裘三绽补；饥来呼食童不应，亲验行厨但空釜。幕客咨

嗟吏人稀，踌躇无计看窗户。吾从大夫肯扣门，信马直造司空府。司空早夜才加餐，一

餐未毕三吐哺。我来拜谒口何言，祇有肠鸣似雷鼓。拯饥拯溺大臣心，天下无如博士

苦。袖出白金润赤贫，归来马步健如虎。僮仆痴饱笑言稠，主人落箸泪如雨。

《与俞水文》写自己假粟待客：

正拟登楼观海，大集同人，而乃以羞涩客囊，不能为西园兰亭之主，坐失良缘，杀

风景极矣。……目今坐客常满，食指日多，呼庚呼癸，未免捉襟，特向大仓假粒粟，亦

如涸鲋丐涓滴于沧海，旱苗望肤寸于泰山……

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河署易人，孔尚任个人去留莫测，箪瓢屡空还要为筹资北

上而奔波：“有家浮雪浪，无手补寒衣。过渡登舟险，谋钱得酒稀”（《江上大风吴云逸至舟》）。而结

果却是“雷轰荐福，徒劳往返”（《与黄仙裳》）。《待漏馆晓莺堂记》云：

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即予同事之官，或还朝，

或归里，或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独予呻吟病饿于兹馆，留之无益，去之弗许，

盖有似乎迁客羁臣。

《答缪墨书》记录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腊月除夕，作者寓陈家庵的凄苦境况：

寓城南陈家庵，除夕闭门，不闻剥啄者久矣。足下之刺胡为来哉？仆几条穷骨，

一段铁肠，愈冷愈坚，愈饿愈劲。虽盛仪种种，奈供食僧厨，腥鲜久谢，谨留豆豉一味，

共梅花嚼之。

而就在上文所引孔尚任《送驾至淮上恭赋》后注“昨迎驾江头”诗的前两句则是：“从古星

轺，未有饥饿如公者”。可见，淮扬后期的“圣裔”一面满怀期待地讲述“最是光辉人队里，龙颜

喜顾唤臣名”，一面却在饥肠辘辘地期待能够得到“圣君”的再次眷顾，以改变自身的官运。回

望历史，客观评述，孔尚任诗文中屡屡呈现的“期待与失意交织”的场景，是否形成了孔尚任不

能自主命运、一味期待圣君眷顾的讥讽呢？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返京之

后。“才营斗米支寒灶，又买肩舆谒贵人”（《新寓》），两句诗歌真实地传递出孔尚任拮据的生活

和忙于拜谒权贵的日常，而诗歌呈现出的物质与精神的不均衡，在不自觉间流露出“失意”臣

子的真实心境。孔尚任创作于康熙三十四年的《晚庭》“十年南北似浮家，名姓何人记齿牙”，

和创作于康熙四十四年的《归家夜坐》“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依然在持续诉说

对“圣眷”与“为官”的期待与失意之情。

二

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条件机遇之下，自觉不自觉地塑造自己，个体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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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个体与个体、个体自身均难免会存在矛盾与冲突。陶潜生当“八方同昏，道路伊阻”之世，他

带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体悟而“归去来兮”，“他不与物竞，以沉静的心情，去追求内心

理想的世界”a。李商隐身处牛李党争的夹缝中，他选择向内心追问：“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

一柱思华年”，或做痛苦的悲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苏轼身陷新旧党争，屡

遭贬谪，以感悟“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莫取”来化解人生的矛盾与冲突，

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之语可谓超然重生。在此，我们无意对

古人的生存方式做褒贬评价。但我们也不必爱乌及屋或为尊者讳，因孔尚任诗文创作的成就，

而隐晦其面对人生矛盾时所频生抱怨与牢骚的事实。孔尚任在人生的精神层面，自觉选择了

孔传铎所谓之“才人”身份，在物质层面，则又自觉追逐其潜意识中的“仕宦”想象。关于孔尚任

志于承绪“圣人道统”的意向，前文已引，再看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即初至淮扬时

创作的《海陵署中喜故人周石舟千里来访不得消息者盖十二年矣》：

君言“勿复尔，所忧岂贱卑，从军虽云苦，天地尚疮痍。稻粱饱雀鹜，牛后古所

嗤。读书坚道力，荣名愧毛皮。谁无封侯骨？显晦概难期。”闻君慷慨语，转侧终夜思。

吾亦从军者，碌碌奚所为？

此诗一方面表达了对为宦“显晦难期”的忧虑，一方面清晰地勾勒出了踏入仕途之初不甘

“牛后”、期待“封侯”的抱负与想象，同时也传达出“道力”与“封侯”并重的价值取向。然而“无

金那溷济时才，……我辈为官亦可哀”b，当官微俸薄，为官不易的现实与自我的为宦想象背离

时，孔尚任却持续地不合时宜地屡生牢骚与抱怨之语。《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诗为心声”，在此我们对孔尚任异

数出山至疑案罢官三个时期的“嗟叹”稍加梳理。

（一）入京时期（康熙二十四年正月至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四年

（1685）正月十八日“乘传赴京”，“（正月）二十八日，升国子先生座。……二月初七日，入礼闱，

充誊录官”（《出山异数记》）。同年二月孔尚任即于《乙丑闱中拨闷，和王宪尹韵》诗云：

（其一）骑马过燕市，萧然世外情。殷勤劳帝筒，仿佛记臣名。教冑官原美，分帘

职又清。草茅逢盛事，归说有余荣。

（其二）花事今如许，愁须向镜探。茶叶分冷署，诗社聚闲官。到纸风流尽，随班

礼数难。何时开锁院，惭愧一毡寒。

此诗开篇，作者念念不忘帝王对其青眼有加，可进京后发现所期待的“官原美”，却分明

是“职又清”“冷署”“毡寒”，因此“闲官”只能归来愁说“余荣”。另外，我们还可注意到“闲官”

热衷于“诗社”闲聚、诗文“风流”，苦于“随班礼数难”，孔尚任内心已呈现明显的“仕宦”与“才

人”的苦乐分野，两首诗均落脚于“归说余荣”“冷署毡寒”的抱怨与牢骚。这时的孔尚任入京

才仅仅一月有余，而同年八月《中秋待月》诗，更直言：“佳节豪华住帝都，闲官冷署自踟蹰。”

（二）淮扬时期（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至康熙二十八年暮冬）。孔尚任对为官与圣眷的期待，

上文已言。其实，圣君与圣裔的期待是双向的，不仅圣裔对圣君颇有期待，圣君破格拔擢圣裔

a  赵睿才：《唐代文学隅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b   庞垲：《是日东塘晚至，饮间为述时论，有感成诗用自先韵》，《丛碧山房诗》四集卷二，见袁世硕：《孔

尚任年谱》，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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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衷也是欲借圣裔的特殊身份，以发挥圣教辅政之功（后文详论）。孔尚任入京的第二年（康

熙二十五年七月），康熙便命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疏浚黄河入海口。康熙曾将河务

与三藩、漕运等同，视为自己听政之后三大事。这亦可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后，玄烨一月

数次与大臣商讨询问河务的记录可知，仅引几例以间接证明康熙重视河务以历练孔尚任之初

衷。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首次南巡视察黄河北岸诸险工程，曾谕靳辅曰：

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屡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

名，时加探讨。……筹划精详，措置得当，使黄河之水顺势东下……a

就在此次孔尚任赴淮扬时，康熙谕孙在丰曰：

朕前因巡幸江南，见高、宝、兴、盐、山、江、泰等处，积水汪洋，民罹昏垫，朕甚悯

之。应行开浚下河，疏通海口，俾水有所归，民间始得耕种。……督率带去司官等，务

实心任事，毋得怠忽扰害；其司道府厅州县等官如有玩忽贻误，及土豪绅衿妄行干

预、包揽生事、阻挠工程者，指名参奏。……尔受兹专委，须竭忠尽力，悉心区处，速竣

大工，使海口疏通，水消田垦。烝黎复业，以副朕救民至意。b

康熙对河务疏浚可谓忧心殷殷，孟森曾这样记录描述康熙皇帝：

帝于三藩平后，即亲视河南巡。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两次南巡，皆阅河，益奖

谕辅。及是，帝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至今尚

存。”……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

象矣。……圣祖为阅河而始巡幸，亦与高宗之侈游观劳供顿者有不同焉。c

孔尚任初至淮扬，亦曾心怀圣君与民生，以诗文记录民生之多艰：“己劳而慰人之劳，己苦

而询人之苦，乃悉得其煮盐捕鱼之状。”（《西团记》）“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

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待漏馆晓莺堂记》），“圣主方忧水，乾坤又用兵。遥传

江县破，久断贾船行。小丑轻民命，雄风仗帝京。官灯催驿马，今夜走兼程。”（《闻楚警》）后河议

龃龉，结成狱案，作为随员的孔尚任政务受到影响，这是他频发抱怨和牢骚的客观原因。但相

较于对河务、民生的关心，孔尚任主观创作的诗文中记录最多的却是与遗民骚客的诗酒酬唱。

其七月入淮扬，八月即唱出“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的矛盾，九月即访遗民黄仙

裳，黄云赞之曰：“殷勤赠答，高义不减古人”（《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后注），继之游金山、登焦山，

十一月即与冒襄、黄云、邓汉仪、何五云、倪永清、张潮诸文士，宴集于扬州寓所等等。此期丰富

的诗文创作中不时闪现“闲官”“官冷”“无车”“无鱼”的牢骚抱怨之语：

碌碌闲官从懒惰，深深古寺易黄昏。（《留赠马右伊》）

官冷偏留湖冻处，家贫还累母残年。人情薄厚今宵见，仕路逢迎几处全。（《除夕感

怀》）

盖近时无车、无鱼，较住海陵时又添新花样，大约离唱莲花落不远耳。（《答黄交三》）

马齿日增，碌碌无成。（《答缪墨书》）

a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二卷），《康熙朝》（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491页。

b  王先谦：《东华录》卷九，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47页。

c  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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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为官，一面抱怨“闲官”“官冷”成为孔尚任一部分诗歌的内容：“官虽愿做忙何事？诗

不能工负此穷。”（《寓邸漫兴南柯梦处》）“官未成时曰竖儒，钱未成时曰铜钣。铜钣赫赫放关行，

竖儒到处人白眼。”（《铜钣船》）“年来多以论，无补愧微官。古寺天偏雨，秋衣客竟单。”（《留别广

陵诸友》）“职附明伦之末”（《答王安节》）。三年淮扬，“下河斥卤波涛，为生平第一恶梦，金陵山

水文章，为生平第一好梦”，“为政”与“为文”，孔尚任分辨得很明白。

（三）返京时期（康熙二十九年二月至康熙四十一年暮冬）。由淮扬返京后的最初几年，孔

尚任继续官国子监博士，依然弹奏着牢骚满腹的旧调：“重趋北阙官仍冷”（《中秋前日》），“还都

就冷曹”（《送吴敢山太守之任东莱》），“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岸堂予京寓也，在海波

寺街，其前有青厂，乃先朝牧马处》），“十年毡破二毛加”（《国子监博士厅》），“十年南北似浮家，名姓

何人记齿牙”（《晚庭》）。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起，孔尚任先后迁户部主事、承德员外郎等职，

然诗文中“闲曹”“拙官”的旧调依然弹奏不绝：“闲曹任醉眠”（《三月十四日李彦绳招饮寄园》）

“弟十五年拙宦，碌碌无成”（康熙三十七年，《致张潮书》）、“莫笑京华住冷曹”（《己卯人日社集岸

堂》）。甚至在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时，再度不无抱怨地回忆了为官户部主事的寡淡官味：

“仙郎气味淡如僧，掩幔寒春几共凭。风动押帘飘细雪，火添炙砚解坚冰。官厨一饭心常愧，郎

署三年道未增。正好从君论古史，莺花隔院恨层层。”（《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

孔尚任的一生就是这样的矛盾，有学者如此总结：其最初因“科举场中失意，气沮而入山；

入山之后，却又不惜破产，捐买一个例监；祭告‘山灵’，‘欲结草堂三间为偕隐地’，好像隐居的

决心很大，却又在应‘衍圣公’之约出山帮办丧事后，不放过迎接康熙祭孔的机会，追逐一官半

职；怀着对清王朝统治者‘犬马图报，期诸没齿’的心情而出仕，却又感到仕途不得意，牢骚满

腹；尽管牢骚满腹，甚至动过归隐之念，却又一面哀叹‘官冷’，一面照常做官”a。废政务，耽诗

酒，还要为之庆幸：

牛马缁尘中忽闻明月箫声，十年旧梦，瞥然一现，何快如之？弟寒毡日久，颇不

觉苦；非不苦也，见诸大老朝参会议，曝日冒霜，其苦有十倍于弟者。弟每月入衙不过

六次，除此皆文酒之会矣，无拘无束，还似扬州。b

孔尚任矛盾相悖的人生及处世哲学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其相关的诗文创作之中。康熙

二十八年（1689），孔尚任过明宫，留有《拜明孝陵》：

夕阳红树间青苔，点染钟山土一堆。厚道群瞻今主拜，酸心稍有旧臣来。石麟碍

路埋榛草，玉殿存炉化纸灰。赖有白头中使在，秋晴不放墓门开。

宋寝齐陵尽野莎，英雄有恨欲如何。宝城石坏狐巢大，龙座金消蝠粪多。瞻象犹

惊神猛气，禁樵浑仗帝恩波。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

身为“异代微臣”，孔尚任一面称赏“厚道今主”令人群瞻，一面做“酸心旧臣”洒泪玉河。

其矛盾的价值取向同样出现在《桃花扇》的创作之中，其一面在开篇称颂康熙朝“尧舜临轩，

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c，表现出歌颂新王朝的姿态；一面又在传奇结尾让

柳敬亭唱出那套沉郁苍凉的《哀江南》，为旧王朝唱挽歌。客观地评价，在这一类诗文中，孔尚

a  黄卓明：《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b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18页。

c  孔尚任：《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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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哀悼旧王朝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马积高先生在评价王士禛神韵诗“避实就虚”的特点时曾

言：“然而这种‘不真’，正是王士禛在清顺康间安享盛名的奥秘。因为这种诗既有某种艺术性，

却又可不得罪人，更不会触文网。”a相较之下，孔尚任的诗文尽管表现出对新旧王朝盛衰的矛

盾，但对旧王朝感怀的痕迹依然明显，而其内心情感的抒发方式和书写载体，想必康熙不会不

有所耳闻与思量。

客观地评价孔尚任为官与为文的实绩，其为官也并非毫不尽职，其于淮扬时亦曾视察河

口，诗文对民情客观上有所反映：“船上酒盈盏，船底水漫城。下河无干时，可方离别情。”（《留

别海陵诸友，得因见古人情五字为诗五章，章十二句》）在《答王安节》札中也自称：“但出使下河以来，

风雨劳瘁，迄无暇日”。返京迁户部主事后，亦曾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给好友吴穆诗的开

头记写淮南民情：“又报淮南水涨城，司空见惯亦须惊，湖平未敢浮家住，堤断难教乞米行。”

（《吴镜庵之淮南迎妻子》）但我们对其诗题及诗歌表达的情感整体稍加体认，孔尚任此诗的主观

表达，是对好友吴穆的依依惜别之情，即吴穆前往之地淮南，正牵动了诗人不堪回首的淮扬旧

事，淮南“湖平”的民情只是充当了朋友间惜别之情的背景而已。诗的后四句才是情感的重点：

“燕赵人回随雁阵，茱萸节近起乡情。送君谁解琼瑶珮？诗满奚囊依旧轻。”因此，我们综合孔

尚任诗文中缕缕不绝的牢骚与抱怨，与其关于为官境况的自我描述“弟每月入衙不过六次，除

此皆文酒之会矣，无拘无束，还似扬州”，再与之著作等身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与名动京城“时

有纸贵之誉”，以致“内侍索取”《桃花扇》相比，孔尚任政务与诗文的实绩，可谓相去霄壤，“耽

于诗文，荒废政务”的评价并未偏颇。

或谓康熙三十六年（1697）孔尚任授为承德郞时，官方的封诰文书曾嘉许其政绩：

尔户部福建清吏司主司孔尚任，经画多才，恪勤奉职，出纳裕公私之职，权衡佐

军国之需，劳积有成，新纶宜沛。兹以覃恩，授尔为承德郞，锡之敕命。b

据袁世硕先生考证，孔尚任这次覃恩受封，是康熙“平定噶尔丹，颁诏大赦，封赏百官”c。

换言之，孔尚任及其妻覃恩受封只是余荫了皇帝大赦天下的按例升迁而已，并非康熙的特别

施恩。因此诰文所言必是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故而以此作为孔尚任勤政的佐证也就不足为

据了。此外，袁世硕先生考证，康熙三十四年（1695）孔尚任迁户部主事“无疑是此次朝廷各部

院属员大升迁、降谪时，由国子监博士升转户部主事的”d。我们据孔尚任这两次自然大升迁情

形推测，则孔尚任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亦极可能同属此类，如此

则或可释解孔尚任升迁之后旋即罢官的疑惑。

三

以上我们从孔尚任的角度，主要从其自身形象与创作的矛盾冲突以及牢骚抱怨的心态与

人生价值取向等方面，尝试寻绎其罢官疑案的历史内涵。以下再从康熙皇帝的角度，同时切近

孔尚任见擢于康熙的特殊身份——圣裔，并将孔尚任罢官疑案放置在康熙年间的大背景之下

加以考量，尝试寻绎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另一层历史底蕴。

a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页。

b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35，135，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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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与“政统”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力形式的两翼。“道统”代表的是士绅阶层的文化权力

和文化话语权，传播的常常是得到历史验证与传统社会支持的孔孟程朱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政统”又称“治统”，代表的则是皇权和官方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道统”与“政

统”两者有时彼此钳制，有时彼此借重。“道统”常常借助高调真理“以文化权力对抗政治权力，

以超越思想对抗世俗取向”a，对皇权、官方政策与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政统”则常常依靠强

权对“道统”进行打压、拒斥和利用，时而规避“道统”并将其边缘化，时而又借重政治权力兼并

“道统”，以实现“道统”为“政统”服务的目的。如宋代士绅阶层“曾经作为文化权力的拥有者，

也常常在与皇权的对峙中，运用真理话语来抵制政治权力的压迫。……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

政治问题，用所谓‘道统’实现对于‘政统’的钳制。”b但宋明以来，原由士大夫阶层建构并属

于“道统”范畴的真理却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至清初“政治权力就相当巧妙地垄断了本

来由士人阐释的真理，并使帝王的‘治统’兼并了‘道统’”c。

清初统治者在建立帝国疆域秩序的同时，也在重建思想秩序，作为异族统治者其面临的

棘手难题之一是：如何面对数量上远胜于满人的汉人族群，实现家国认同与文化一统，尤其是

在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如何取得汉族读书人的信赖，建立一套适用于新兴王朝的文化与统

治秩序。清初统治者面临的诸如“华夷之分”“满汉文化”“民族国家”“文明制度”等一系列问

题，最终要归结为“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回望历史，清初统治者实行“治统”对“道统”的兼

并，在策略上由利用到高压，最终到康熙时期的怀柔之策。梁启超曾将康熙的怀柔政策概括为

“三着”：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d。

对照孔尚任自康熙二十年（1681）捐纳监生、康熙二十一年（1682）异数出山至康熙三十九年

（1700）疑案罢官，孔尚任二十年的为官与创作生涯正是康熙皇帝对汉族文人实施怀柔政策之

时，亦可谓以怀柔之策实现其“治统对道统的兼并”时期，这就是孔尚任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康

熙的怀柔政策首先是建构尊孔崇儒的道统。康熙重用汉臣、对汉族读书人的怀柔政策，既源于

康熙自身对汉文化的热爱，也有出于对重建国家秩序“治统”的考量。从个体而言，“右文之主”

康熙曾云：“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

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

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e兴文教首先从尊孔崇儒开始，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四

月，康熙即于京师太学文庙致祭先师孔子。六月，理学名臣熊赐履遵旨调奏：“隆重师儒，兴起

学校，……慎选耆儒硕德，置之左右，优以保衡之任。……又妙选天下英俊，陪侍法从，以备顾

问。”f康熙八年除掉鳌拜，康熙即开办经筵与日讲，自己与朝臣系统深入学习儒家经典“以为

敷政出治之本”。康熙对经筵与日讲可谓有初而善终，即使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也从未暂停。据

统计，至康熙二十五年结束日讲，康熙一生参加日讲学习达900多次。康熙不仅自己博学多闻

酷爱汉文化，而且移风俗兴文教，在治国策略上采取以汉族儒家思想以控制社会思想文化的

方略。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词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肆诸经。康熙二十三年（1684）

a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390，390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49页。

  《清实录》第四册，《圣祖实录》（一），卷二二，第309-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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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阜致祭孔子时，面谕孔毓圻（孔尚任在场）等曰：“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

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尔等远承圣泽，世守家传，务期型仁讲义，履中蹈和，存

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须弗去，以奉先训，以称朕怀。尔等其祗遵毋替。”a康熙二十六

年五月，玄烨御制孔子碑文曰：“朕惟道原于天，弘之者圣，……孔子生周之季，韦布以老，非

若伏羲尧舜之圣焉而帝，禹汤文武之圣焉而王，周公之圣焉而相也。岿然以师道作则，以及

门贤哲，绍明绝业，教思所及，陶成万世。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惟孔子继续而广大之

矣。……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b

康熙尊崇朱熹，推重理学，以实现“治统”对“道统”的兼并。理学自宋仁宗以来逐渐进入

官方意识形态，发展至明中后期已弊端百出，其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已呈衰颓之

势。清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亟需重建一套汉人信仰的思想体系以维护其统治，与此同时清初

的一些理学名臣如魏裔介、熊赐履等屡屡以上书、进讲和劝谏等方式推介理学。很快康熙不仅

接受了理学，并且采取重用表彰理学名臣的办法，借重提高汉人思想家的影响以重建理学的

“治统”地位。如当时的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汤斌等，一些学术与思想的

中坚人物朱彝尊、阎若璩、徐乾学等均受到康熙的表彰和重用。“一方面通过上谕和诏书，一方

面通过考试制度，转手接过汉族文化知识传统，用更大的声音和更高的调门推介儒家的或者

是理学的思想，‘颁发《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开紫阳为十二哲’，其中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

中，曾经不断地用权力凸显正统，表彰理学而贬斥异端，迫使士人放弃边缘的立场，形成一整

套以理学话语包装起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更以制度化的方式在整个社会推

行。”c

以上便是孔尚任所处时代的“道统”与“治统”关系，也是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三年特例拔

擢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推论：尽管孔尚任因《桃花扇》而名动京城，但康熙皇帝特例拔擢孔尚

任是出于借孔尚任“圣裔”的身份以阐扬圣道、辅助王化的国家需求。对此，我们有更直接的论

证。康熙二十三年孔尚任被皇帝特例拔擢，世皆以为因“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出山

异数记》），孔尚任亦于《出山异数记》中记录康熙皇帝的公开评价：

尚任进讲《大学》圣经首节。……讲毕，退。天颜悦霁，顾侍臣曰：“经筵讲官不及

也。”

再看《康熙起居注》：

毓圻以士子生于僻壤鄙陋，不足以副诏旨，勉令国子生孔尚任草二篇。常书、朱

马泰齐至行幄，奏呈御览。上览毕，顾常书等曰：“所撰讲章文字尚未得其精微，其篇

末排语平仄亦少不调，音韵无伦。大典关系綦重，不可不加详酌。”……上曰：“尔等

可以此讲章与大学士王熙、学士孙在丰共相更定。”熙等遵旨更定讫，随呈御览。上称

善。d

由此可见，对于孔尚任所撰之《大学》《易经》讲章文字，康熙皇帝并不满意。那么最终“经

筵讲官不及也”的评价，应是建立在大学士王熙和学士孙在丰更定修改的基础上完成的。官记

a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4，1253页。

b  《清实录》第五册，《圣祖实录》（二），卷一三〇，第398页。

c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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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记两相比较，可知康熙皇帝看重的主要是孔尚任“圣裔”的特殊身份而不在学识的高深与

否。康熙提倡“经世致用”，曾云：“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a。换言之，

康熙一生所学乃“内圣外王”之学，因此，其特例拔擢孔尚任，就不仅仅是出于书生“坐观立论”

的考量，而是希望借助对“圣裔”的赏识和优容垂顾，让孔尚任“能够起到阐扬圣道，辅助‘王

化’的作用”b。而一旦书生“圣道”不阐、“王化”不辅，则圣裔即沦为“鸡肋”。

康熙一生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又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

“道统”与“治统”。满清入关前，理学已弊端百出，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朱学末流

则“皓首穷经”，只在“注脚中讨分晓，于书本里练工夫”。对此，明末清初的理学家已开始从理

学内部进行反思与批判。明末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子反对理学末流的谈空说妙，提倡经世

致用；继之明清之际的理学正统派如桴亭学派与张履祥，夏峰学派与李颙等对理学自身进行

反思，他们提倡“经世致用”“明体适用”的理学观，康熙接受并推重的正是清初理学家提倡的

这种“真理学”。康熙云：“宋明季世，人好讲理学，有流入刑名者，有流入佛老者。昔熊赐履，自

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

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c。康熙认为终日讲理学而言行背谬，是假理

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d。试举两例：

（二十二日己未）进讲毕，康熙帝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亦徒有此语耳，欲得

其人甚难。”张玉书曰：“此全在居心如何，外貌殊难知也。”帝曰：“一心为公能有几

人？”张玉书曰：“人臣能为公为国，则身名俱泰，一涉于私，则名败身裂，究竟于己无

补。”

（二十四日辛酉）进讲毕，康熙帝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

辩论，朕见言行不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

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吻合，此即真理学也。”e

以上两段文字均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康熙于日讲完毕之后与臣子的对话。在康

熙帝看来，人臣“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固难，但“为公为国，则身名俱泰，一涉于私，则名败身

裂”；理学家往往言行不符者多，若能“行事皆与道吻合，此即真理学也”。联系孔尚任异数出山

至疑案罢官身为“人臣”的实际，自淮扬三年起，孔尚任“圣道”不传，广交遗民，诗酒唱和；返京

后抱怨闲官冷署荒废政务忙于诗文创作。在康熙看来孔尚任既未传道又无经济之才，圣裔“真

才人非醇儒”的身份根本无力实现圣君欲其辅政圣教的愿望。孔尚任“才人”“书生”的价值取

向与康熙提倡“经世致用”“明体适用”的真理学观是不相符的。

那么，对于孔尚任“为官”与“为文”的实际情形，康熙皇帝究竟“知”或“不知”？我们再以

《圣祖实录》关于康熙对官员的品评为例以推论之：

先是，上谕大学士及部院各衙门堂官等，各将属员贤能者，拣选保举，其才力不

a  玄烨：《御制朱子全书序》，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7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4页。

b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前言》，第4页。

c  《清实录》第六册，《圣祖实录》（三），卷二百六十六，第613页。

d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卷二，第1089页。

e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二卷），《康熙朝》（上），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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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年老有疾者，亦甄别引见。至是，大学士、九卿等，以保举郎中、员外等官四十七

员，及甄别者四十二员引见。上曰：“此次参革官员甚多，伊等皆由部院年久升任，原

无罪过，老病者著解任，余皆以旗缺补用。此保举官员，朕未尽识，郎中系朕亲用之

员，朕皆知之，其员外、主事之中，有年少堪任用者，尔等可再拣选。”寻，大学士等又

保举九十五员，引见。得旨：此次参革，郎中员缺，以拣选员外郎开列；员外郎缺，以拣

选主事开列，俱视其出缺之先后、历俸之深浅，以次升补；其主事员缺，著将笔帖式拣

选补用。再各省有操守清廉、爱养百姓、练达吏事之官，亦著该督抚各举二员或三员

咨送，到日奏闻引见。a

以上关于《圣祖实录》的选文，正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孔尚任迁户部主事时，各院部属

员升迁降谪的大背景。由引文可知，康熙对郎中一级官员的政绩还是了解的，对一般官员，则

分为年久升任、无罪老病解任、少年堪用等几种情况分别对待。由此推论，康熙不可能完全忘

记自己亲自拔擢的圣裔，而且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既可索阅《桃花扇》，则对自己拔擢

的圣裔的政绩，自然不会不有所考察。因此，孔尚任所喟叹的“十年南北似浮家，名姓何人记

齿牙”（《晚庭》），只可能是圣君对圣裔数度失望的沉默。至此，“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

更悲”b的实际则为事非“莫须”、“将隐”非隐、“无奈”则真。孔尚任曾亲笔记录康熙二十三年

（1684）康熙幸鲁时的圣谕：“朕幸鲁地，致祭先师，特敷文教，鼓舞儒学”（《出山异数记》），恐怕

只能视作孔尚任的记录而非主观的认知。然观彼时孔尚任亦曾“喘息未属，匍伏阶下，仰听上

谕”（《出山异数记》）之情形，再对照其“每月入衙不过六次”“文酒之会，无拘无束，还似扬州”等

为官的实际，则我们是否可将孔尚任的“匍伏”与“仰听”纯然视为一种“下”对“上”的顶礼“仪

式”而非真理学的“实践”呢？

综括言之，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可归结为圣裔与圣君价值取向的悖离：孔尚任

一生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期待与失意的交织等形成其人生的主

调——抱怨闲官冷署官微俸薄而牢骚太盛、耽于诗文而荒废政务、真才人而非醇儒；康熙皇帝

则欲以任用汉臣、推重汉文化来消解与缓和民族矛盾，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又以“经

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道统”与“治统”。两相比较，显然圣裔有负圣君特例

拔擢之初衷（《桃花扇》的轰动让康熙皇帝对孔尚任更加失望），因此，圣君只能含糊其辞地示

意户部罢其官；康熙皇帝有意识地不加罪于孔尚任，正是圣君的高明之处。

（责任编辑：西　寒）

a  《清实录》第五册，《圣祖实录》（二），卷一六八，第826页。

b  刘中柱：《送岸堂》，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56页。


